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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1930年代開始，香港逐漸成為連通上海與中央蘇區的情報、人員與物資

的重要中轉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共通過成立香港分局和利用《華商

報》等宣傳機構，使香港逐漸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中心城市。本文憑藉中共中央

檔案、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檔案，從情報

傳遞、人員運輸等角度，理解香港在中國共產革命傳播網絡中的關鍵連接點作

用，以及隨着戰爭與革命的推進，香港在網絡中重要性日漸增長的過程。以香港

為樞紐，中共打開了由農村通往城市、由城市通往東南亞地區的渠道，並維持着

與蘇聯的聯繫。中共利用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自由開放的空間，改變了中

共革命的信息與宣傳網絡圖景。

關鍵詞：香港　中共　宣傳　革命　網絡

香港與中國共產革命的關係，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從中共作為執政黨

卻在香港保持地下身份至今的奇特現象出發，相關研究追溯了中共組織在香

港的歷史起源，以至其對當代香港和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影響1。除了這些

研究以外，葉漢明對1940年代旅港中國民主同盟（民盟）政治立場逐漸激進直

至全面左轉，以及民主化運動逐漸被邊緣化的研究2；袁小倫對1940年代後

期中共成功利用香港進行統戰和宣傳的策略的剖析3，都說明了不能將香港

歷史研究去政治化，尤其必須正視其對中共革命勝利產生的重大作用。

但是，在中國革命史領域中，有關中共領導的革命的討論，多從農民革

命視角出發，認為成功動員農民是中共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相對於中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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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農村地區革命的重要性，中共在城市中產生的影響就目前的研究而論，通常

被認為是中共成功統戰黨外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的過程。另一方面，研究中

共宣傳制度與宣傳機制的文獻，也多關注農村等信息環境較為封閉的地區，

如中共在延安時期對內整風與對外政治宣傳，以及建國之後進行的各類政治

運動4，而對1949年前相對較為開放、多重觀念和資訊競爭的城市環境下，

中共革命理念與組織傳播為何依然能收效的問題，仍缺乏深入討論。

以上兩大類研究無論關注中共還是關注香港，無論從較長歷史時段出

發，還是從較短歷史斷面切開，基本上都較少涉及香港與作為中共革命的主

體——農民以及農村地區進行的革命的關係，也很少從情報傳遞、人員運輸

等角度，理解香港在中共革命傳播網絡中所起的關鍵連接點作用。運用農村

視角、關注農民動員等研究對於理解中共革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研究

香港與中共革命的關係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可以通過將農村與城市連

接，賦予農村視角的研究更為豐富的視野；二是可以突破國別史的眼光和框

架，憑藉香港在全球信息、人員流動網絡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將中共革命的

勝利視為跨國流動網絡的歷史後果之一種，產生更多元的認識；三是有助於

勾勒東南亞地區乃至更廣闊範圍的共產革命觀念與組織流動地圖中的中國因

素，豐富冷戰史研究。因此，本文利用中共中央檔案、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檔案，旨在論述1930年起連接上海、香

港與中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交通線，以及抗戰之後中共地下網絡在香港的鋪

開，探討香港作為中共革命網絡的重要連接點地位的變遷，並論及中共與東

南亞乃至蘇聯的革命活動中與香港發生的關聯。

一　上海—香港—中央蘇區網絡連接的緣起

中共中央早期的文件曾規定「共產黨員人人都應是一個宣傳者」5。同

時，黨組織採取三人委員會形式，分為（委員長兼）宣傳部、（秘書兼）組織

部、工農部三個部門，其中組織部之下的「交通」部門，主要負責「發送秘密宣

傳品，組織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6。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中共黨員遭到逮

捕屠殺，中共組織與活動逐漸轉入地下。從1927年8月起，中共中央增設了

黨報編輯委員會、交通局和出版局，交通部門從組織部剝離成為獨立機關7。 

中共全國性秘密交通機關因而開始建立，其機關內部也建立了更為明晰和多

層級的中央、省委、縣委三級結構8。而後，交通局長顧順章以及其他共產

黨高層人士的被捕、叛變等事件，使得交通部門的機密性問題進一步受到重

視。因此，共產黨公開層面組織機構的工作規模進一步被壓縮，地下交通部

門的層級與規模進一步擴張。此時，中共上海中央交通處成為中央與南方

局、北方局以及江浙間地下交通的總指揮。上海中央與各級黨委機構之間的

具體交通線路包括從上海到滿洲、北平、天津、廣州、漢口等城市，同時也

涵蓋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湘鄂贛蘇區等根據地9。在這些彼

此或相鄰或分離的根據地之間，也存在着不穩定的交通聯繫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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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上海中央向蘇區轉移，以上海為中心的地下交通網絡中連接中央蘇

區與滬港兩地的交通線變得愈來愈重要。這條線路在影響中共革命甚巨的共

產國際幫助下開通。共產國際開始關心中央蘇區問題，主要和1930年前後中

國南方城市公開暴動失利以及中共中央在城市的據點被破壞相關。當時《共產

國際》發表〈中共的布爾什維克化〉一文，在決定「黨的三項主要任務」中，出

現了「建立一個有權威的蘇維埃政府」，「建立一支正規的、訓練有素的紅軍」

的說法bl。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配合上海中央

向蘇區轉移，由周恩來負責部署：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人員

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幹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後被派往江西蘇

區；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鐘、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

兵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翻譯成中文，並送往蘇區；主持打通比較固定的由上

海前往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雖然這個交通網絡從1928年開始就存在，但

是直到1930年，才由閩西特委建立大埔秘密交通站，從而使上海經由香港到

達中央蘇區的路線變得較為固定和安全bm。

此時，在南方幾省的交通要津，共產黨並未佔據優勢。為了連通中央蘇

區和上海中央，只能另闢蹊徑，繞過南方腹地的國民黨控制區域；南方一隅

的香港（包括相鄰的廣東地區）遂成為交通要道上的中轉站。早在共產國際支

持打通這條交通線之前，1930年1月，中共中央就已經在香港九龍設立了南方

局秘密電台，與黨中央的電台保持通訊聯繫。而後，中共在香港成立了華南

交通總站，直屬黨中央交通局，負責人為原南方局秘書長饒衞華bn。在這條

交通線上，中央蘇區、香港和上海之間不僅傳遞各種重要文件，也傳遞重要

物資如食鹽、紙張、藥品、無線電通訊器材等bo。

上海中央派到蘇區的同志在上海啟程前，通常會先通過地下電台將人

數、姓名、性別、政治情況、到香港住何賓館、接頭暗語等電告中共華南地

區負責人。如果他們到港後一切情況正常，便由交通員帶領從香港啟程，坐

輪船到汕頭，搭潮汕鐵路的火車到潮安，再轉乘韓江小輪到大埔縣城，到達

閩粵邊境的清溪鄉，再經由游擊隊控制的永定縣城，到達閩西特委所在地虎

崗鄉，最後由特委的武裝護送到達中央蘇區bp。此交通線即為上海—香港—

汕頭—潮安—大埔—清溪—永定—虎崗線，又稱閩西線。1930年底，項英

肩負上海中央重託，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身份抵達江西蘇區，對「反

AB團」事件進行處理，正是沿這條交通線抵達bq。1933年8月，共產國際駐

蘇區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化裝成神父，也是由此路線進入中央蘇區br。

1931年3月，除了閩西線，贛南到香港線也在規劃與建設中bs。10月19日以後， 

閩西線潮埔段（潮安到大埔）各交通站曾一度被放棄。中央認為應該立即恢復

舊有的潮埔段，同時需要再開闢由黃崗直接到清溪而不經過潮汕的線路bt。

儘管有些分支路線的變化，總體而言，紅軍長征以前，中共中央領導幹部包

括博古、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胡耀邦、任弼時、陳雲等二百多人，都

從這條閩西線進入中央蘇區ck。

據當時閩西交通站大站主任、後擔任廣東省委發行科科長的李沛群回

憶，廣東省委領導曾建議，黨中央可以在上海、香港各派遣一個交通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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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員，另一個則派駐在中途站，這個提議遭到了當時領導交通工作的中央秘書

處負責人鄧小平的反對，認為三個交通員都應留在上海等候派遣cl。而先後

負責大埔和清溪交通站的站長盧偉良則指認這條線路上共有十個交通員，其

中有七八個交通員主要負責往返上海和香港，每月二至三次cm。無論這條線

路上的交通員是三人還是七八人，都從側面說明上海仍是1930年代早期中共

物資交流與情報傳輸的中心城市，而香港只是一個重要中轉站。

鄧小平拒絕接受在香港安排交通員的建議，可能與當時中共香港黨組織

比較渙散有關。中共在香港的黨團活動始於1921年cn，但香港市委黨組織遲

至1936年才正式成立co。1923年，中共準備成立團粵區委，在阮嘯仙等人的

組織下，廣州、香港、海豐已經有人活動，更基層的地方團組織也開始建

立，但是「派同學〔黨員〕到上海作幫」，「仍找不到相當的人」cp。另外，香港

的共產黨吸收入紅軍的工農群眾品質也不佳，多是「1925-1927年革命失敗

後，從瓊崖跑到南洋，從東江跑到香港，同時現在還保留着失敗情緒，而又

是沒有職業者」cq。這段時期由於廣東黨組織成員與廣東省委、特委失聯，還

出現過廣東地方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集體到上海投奔黨組織的情形。同時，由

於前省委鄭蘇因被抓受刑不過而叛變，供出多人，致使與他相關的香港黨員

被捕者達五十餘人cr。其時，廣東省的黨團組織負責人與省委特派員之間也

有許多矛盾，認為後者理念不正確，並向上級送出書面報告，要求省委調查

此名特派員。同時，香港的其他七八位黨員，也被認為「不三不四」，有的甚

至被認為是「流氓份子」。其中一位叫歐輝的黨員，被反映「不經組織跑到上

海，又由上海跑回來，⋯⋯不參加實際工作」，最終被開除黨籍cs。

儘管香港存在交通線路不穩定、黨內人員不可靠等問題，但由於時勢很

快發生變化，前文提到鄧小平在1930年代不在香港設交通員的顧慮，就變得

不合時宜了。

二　香港取代上海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中心城市

1933年以後，中共中央在滬組織已被國民黨破壞殆盡。1935年8月，共產 

國際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此後，中共在上海只設立辦事

處，以維護總部與各地組織的聯繫。至此，上海與北方黨組織的聯繫完全中 

斷ct。上海作為中共地下交通樞紐的地位不復存在，而香港開始以中共中央

「海外部」的名義，凸顯其在農村—城市地下交通網絡中的重要性。太平洋戰

爭爆發後，香港淪陷，大量的民主人士被轉移到大後方，另外一批中共宣傳人 

士和黨外進步人士則流亡南洋地區，繼續從事革命宣傳活動。戰後日軍撤退， 

港英政府重據香港。隨後國共內戰爆發，在上海負責機要、電台、情報和交通

的人員進一步轉移到香港，黨中央在上海印刷的報刊也開始經香港運輸dk。

前文提到，早期香港共產黨組織比較渙散，中共香港市委代表大多不是

知識份子出身，而主要以工運領袖為主，如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九龍區委

書記鍾穴，以及其他三位負責工運的洋務、海員和印刷工人dl；此時中共在

香港的主要活動也多與工人和工會相關dm。1937年國共聯合抗戰開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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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地區「因不是中心地區」，「特委給予這兩地方的工作是動員兩地的同志回

國」，為抗戰服務dn。中共對粵港地區在抗戰中的部署逐漸發生了變化，香港

和臨近廣東地區的情報交通情況也就跟着起了變化。

總體而言，中共在香港的勢力開始增強。軍事方面，廣東省逐漸成為抗日

游擊力量活躍的地區。香港淪陷前，中共在新界建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

大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為武裝搶救華僑、國際友人及物資提供場所do。

此外，作為中共中央「海外部」的香港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作用，即統戰中國內

地來港的民主人士與黨外知識份子。大量的內地知識份子、進步人士，在以

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幫助下前往香港。他們的到來，使中共在香港的宣

傳情報工作發生了變化。

與抗戰前不同，此時香港地區負責人不再是工運領袖，逐漸成為城市知

識份子主導的「精英內閣」dp。「精英內閣」成員中有不少人員從事宣傳／情報

工作，如香港工委的夏衍、章漢夫、喬冠華（又名喬木）、連貫dq等人。其中

喬冠華繼黃作梅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和他的夫人龔澎一起負責重要

的情報工作，黃作梅則前往倫敦創辦新華社分社，並試圖與布拉格的組織建

立聯繫dr。他們與來自內地城市（或先前在國統區）的知識份子有着十分密切

的關係，或本身就是南下香港的內地知識份子，甚至是中共地下黨員。因

此，相比上述負責工運的農民、工人出身的幹部，他們更能理解並同情具有

類似知識與教育背景的黨外知識份子、民主人士、技術人員、進步商人，並

成功與之結盟ds。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組織」並強行解散後，具

有一腔報國情懷的知識精英，如民主黨派重要人士李濟深、柳亞子、鄧初

民、章伯鈞、章乃器、馬敍倫、李平心等人，更是將建國的理想寄託於中共建 

立全國政權之上，在香港實現了立場上的全面左轉，加緊步伐向中共靠攏dt。 

在以香港為基地的「南方革命熔爐」中，他們為中共的革命事業提供了重大的

人力、財力和意識形態觀念上的支持ek。

1945年日本投降，港英政府同意與中共談判，允許中共在港設立辦事處

與港英當局聯絡，中共順勢要求港英政府幫助其恢復並建立電台。1946至

1947年間，中共在北方戰場暫時的軍事失利再次成為香港在革命網絡中的重

要性增長的契機。1946年6月，東江縱隊北撤，方方到香港主持工作，加強了

黨組織在華南及香港地區革命運動中的領導。儘管東江縱隊3,174名戰士中有

2,583名去了山東，但是並未北撤的戰士才是該部隊最精銳的部分：留在南方

的人員中有859人是政治指導員，而其中全職的思想與宣傳工作者有143人。

這些留下來的思想與宣傳工作者成為戰後中共在粵港地區開展宣傳與情報工

作的主力人員el。1947年初，中共中央同意廣東游擊隊組織恢復武裝鬥爭，

撤銷了原有的中共廣東區黨委，成立了中共香港分局，管轄廣東、廣西和閩

西南、滇南、湘南、贛南等地區em。雖然香港分局名義上仍歸上海局領導，

但是由於通訊技術較為先進和信息環境的相對開放，香港分局常常越級和中

共中央聯繫en，而原中央蘇區地帶也成為香港分局下轄區域。

1947年之後，中共地下網絡已經在香港全面鋪開。1947年9月宋子文接

任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一職後，曾多次訪港，就聯合「反共」事宜，與港英政

府交涉。隨着國民黨軍隊在北方戰場的失利，宋子文在1948年4月19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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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次訪問中，對港英政府施壓，要求其協助國民黨進行「剿匪」行動eo。此時港

英方面依然認為，只要中共人士沒有違反殖民地法律，就不可以逮捕他們。

當有大量學生跨過邊境前往廣東內地時，港英政府給英國殖民地部的報告依

然認為，這些人前往內地不是因為受到香港共產主義革命宣傳的誘導，而只

是由於國內不樂觀的戰爭形勢，致使他們前往內地協助共產黨對抗國民黨，

早日結束內戰ep。

1947年接任香港總督一職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中國有長期

生活的經驗，與曾在英國各個殖民地巡迴任職的前任港督楊慕琦（Mark A. 

Young）持相異看法。與楊慕琦主張推動更為激進的憲政改革、促使香港人通

過城市國家（city-state）的確立而拒絕中國身份認同不同，葛量洪認為完全排除

中國對香港身份認同的影響並不現實；默認這種影響並不阻礙香港在中國國

內的政治軍事對抗中採取「中立」政策，並與任何中國現任政權合作 eq。但

是，他對香港在共產革命中的重要連接點作用，被證明估計不足。

港英政府試圖不開罪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邊勢力的做法在1948年夏天遭遇

了挑戰。這是一個決定香港未來命運走向的關鍵時期：葛量洪終於認識到香

港可能已經面臨被共產黨軍事力量控制的威脅。6月葛量洪拍發給英國殖民地

部的絕密電文〈1948年上半年年度報告〉中，細密地描述了中共宣傳機構和組

織所編織的一張覆蓋香港的巨大網絡er；這個網絡遍布香港的通訊社、書

店、勞工組織es、社會福利機構等。那時，他已基本確定這些龐大的宣傳組

織都是在南方局屬下，且直接接受中共政權的領導。而來自中共香港分局的

官方文件，表明了其時香港分局的許多決策都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也間接

證實了葛量洪的猜測et。這封同時抄送英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的密電，也顯

示了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血衝突頻發的事態fk，對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政

府都造成了巨大壓力。在東南亞局勢震盪、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敗局愈趨明顯

的時刻，英國外交部就如果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政權，英國是否應該放棄香

港這個問題接受英國議會的質詢fl。

三個月以後，葛量洪再次拍發密電給英國殖民地部。他認為馬來亞製造

的麻煩fm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連連失利，讓港英政府抵制共產主義革命運動

的壓力陡增，因此他不得不採取更為強硬的行動。至此，港英政府終於下定

決心密切監視共產主義運動，也開始了針對香港共產黨組織的全面搜查fn。

此時，中共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建立的廣泛分布於香港、新加坡，以至

曼谷、倫敦和紐約的宣傳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進一步擴大革命宣傳的影響

力；這些機構同時也牽涉到中共海外的籌款活動中。在1948年港英政府對中

共香港地下黨相關人士和組織的大搜查中，還發現了部分商業機構也在新華

社的控制之下，是內地解放區經費的供給來源。11月，位於新界大埔的榮興

（Wing Hing，音譯）公司和另一家名叫啟園（Kai Yuen，音譯）的公司被港英當

局搜查。前者由中共在香港與深圳邊境開設，向走私中國內地貨品的公司徵

稅，1944年成立時並無固定的資產和訓練有素的人員。1946年，五名公司職

員對該公司進行注資，其中四名為共產黨員。該公司將稅收支付給後一公

司，而後者的負責人何啟明是共產黨員，其直接上級是新華社倫敦分社負責

人黃作梅。除了與新華社的直接聯繫外，何啟明指出連貫和廣東游擊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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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尹林平在該公司都有投資；公司的收入除了支付給游擊隊組織和中共在香

港的組織外，並無其他用途fo。1949年3月，港英政府在該公司再次繳獲大量

來自連貫的港共文件，這些文件成為港督拍發給英國殖民地部有關中共在港

活動的密電的主要內容fp。

除了牽涉到籌款活動的新華社外，中共在香港的宣傳機構還包括《華商

報》、《正報》和《群眾報》，其中《華商報》幾乎可以稱為中共在香港的黨報fq， 

發行量超過八千份，一半以上的報紙發行到香港以外的地區，如毗鄰的廣東

省。1947年中共華東野戰軍控制了大連、煙台等北方港口以後，與《華商報》

實為「前店後廠」關係的新民主出版社，利用香港與中國內地其他港口的連

繫，從東北新華書店等解放區書店大量進口書籍和小冊子（包括延安整風時期

的學習文件等），並將中共在香港印發的書籍翻印後，經由此線路運送回解放

區和國統區fr。通過先海上、後陸地的交通線路，中共利用《華商報》及其附

屬機構，開闢了中國南方—北方海港—延安的情報信息與宣傳物資傳遞線

路。這條交通線的一部分，後來也成為1949年前夕中共運輸大批民主人士進

入北平參加中共中央新政協會議的路線。

通過這條路線北上參加中共新政權的民主人士與知識份子，有相當部分

此前尚聚集在香港達德學院。該學院由中共廣東區委於1946年9月在香港創

立，也即東江縱隊北撤三個月之後。如前所述，由於東江縱隊的精銳力量其

實留在了粵港地區，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則成為達德學院的中堅力量fs。除

此以外，該校也得到民盟等民主人士和左傾知識份子的支持。達德學院的教

學語言並非粵語，而是普通話，也從某個側面展示了該學院的教員與學生來

源。該學院院長陳其瑗是前廣東國民大學副校長和國民黨海外支部書記，因

其「左派」觀點被國民黨驅逐，後來成為民盟對外關係部書記ft。該學院的教

員中還有許多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或民盟成員，如鄧初民、千家

駒、梅龔彬等；部分教員和中國國內的學生運動、香港本地的學運組織也有

密切關聯gk。

1949年2月，葛量洪通過英國外交部發往南京大使館的絕密電文顯示，雖

然香港一直在中國國內事務中謹守「中立」政策，但是中共在香港的所為已經

「濫用了香港的樂善好施」。因此，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宣傳基地達德學院於2月

22日被港英政府關閉gl。這是港英政府

強硬地阻止共產主義在香港的進一步滲

透的實際行動gm。達德學院被封以後，

周恩來迅速得知此事，並立即安排該學

院相關人士北上gn。3月1日，達德學院

的五十多名學生即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

離開香港，一星期後到達天津go。

總的來看，二戰以後，香港共產黨

組織逐漸形成以知識份子為主力的「精英

內閣」，使南下香港的內地知識份子的凝

聚力大為增強，民主人士進一步向中共

靠攏。除此以外，借助香港相對自由的
中共廣東區委於1946年9月在香港創立達德學院。（圖片來源：劉智鵬：《香港

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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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新聞環境，中共在港組織也領導並實現了在學校、工廠、勞工組織、社會福

利機構、商業機構等的廣泛滲透，並連通中國內地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全面

取代上海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中心城市。

三　香港成為東南亞和蘇聯的情報物資匯集中轉地

從太平洋戰爭開始到中共革命勝利前夕，新加坡和蘇聯與中共發生的聯

繫，許多都經由香港中介。新加坡作為英國在東南亞總領事館和軍事基地的

所在地gp，與香港存在許多交流。新加坡的中共經費籌措者往往來自香港，

如鄧文田、鄧文釗兄弟經營的銀行在新加坡為中共籌措活動經費，並得到鄧

文釗的親戚、中共海外統戰工作的主要領導人物廖承志的支持和指導。鄧氏

兄弟除了是經費籌措方面的重要人物外，也分別是中共在港黨報《華商報》的

副總經理和督印人gq。除了鄧氏兄弟這一渠道外，中共另外還有一些輔助性

財源，例如民盟成員馬文輝以及香港聖公會主教何明華（Ronald O. Hall）等宗

教人士，都常為中共發起籌款活動gr。

活躍於東南亞地區的共產黨員和其他革命力量，也常常通過香港與中國

國內保持聯繫。1940年，中共重要報人胡愈之在新加坡主持《南洋商報》。

1942年新加坡淪陷前夕，他逃往印尼蘇門答臘島避難。1945年9月，胡愈之

回到新加坡，創辦《風下》周刊與《南僑日報》。根據胡愈之去世時《人民日報》

的報導和相關人士回憶，作為安排撤離中共黨員、香港民主和革命人士計劃

的一部分，胡愈之在新加坡的活動任務是由中共中央委派，經由主管統戰工

作的周恩來指示傳達gs。胡愈之在1945年9月至1948年4月間發起並領導了

民盟馬來亞支部gt。1948年4月他申請護照未獲批准，但仍成功抵達香港hk，

數月後潛回北京，後來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出版總署擔任首任署長

一職。除了胡愈之外，原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喬冠華也被派往新加坡，

後因港英當局懷疑他是延安的胡喬木而被禁止上岸。

中共向新加坡派出的宣傳人士還有後來成為胡愈之夫人的沈茲九，以及

另一位香港地區的重要宣傳工作者邵宗漢。邵宗漢是流亡海外的民盟重要成

員之一，從事報刊編輯工作，同時擔任中共香港分局對外聯絡部負責人 hl。

因為從事共產主義活動，抗戰期間流亡蘇門答臘島，被荷印政府驅逐，並被

禁止登陸馬來亞群島。1948年6月馬來亞共產黨（馬共）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後，

他於7月起流亡香港，並繼劉思慕之後擔任《華商報》第二任總編輯。

除胡愈之、沈茲九、邵宗漢等人之外，曾活躍在新加坡和香港地區的人

士還包括前國民黨中央社記者、中共地下黨員、周恩來在南方局的舊部劉尊

棋hm。1942年初，劉尊棋從新加坡回國，經周恩來批准到重慶的美國戰時新

聞處（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擔任中文部主任。1949年中共進入北

平前夕，劉尊棋成為中共在香港的私營報紙政策大討論的核心發起人之一，

在試探在港民主人士和說服更多民主人士與知識份子追隨共產黨北上參加新

政協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建國以後，劉尊棋也擔任了重要的外事宣

傳領導職務。此外，夏衍也於1946年被派往新加坡，並創辦了《華僑日報》。

c169-201711013.indd   68 18年10月5日   下午3:12



		 	 香港與中國	 69	

		 	 共產革命	

香港工委委員饒彰風也差不多同時被派往馬來亞，從事和夏衍相似的宣傳工

作。他一年後回港，協助章漢夫經營《華商報》。1948年2月，廖沫沙被派往

新加坡創辦新華社新加坡分社hn。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了三中全會，與會代表來自北京、上海和馬

來亞ho。7月，民盟領袖沈鈞儒發表公開聲明，要求馬來亞當局釋放被懷疑捲

入馬共恐怖襲擊的民盟人士共二十一人，包括邵宗漢hp。8月，民革領袖李濟

深發表聲明，極力開脫民盟與馬共和荷印共產黨的關係，否認民盟東南亞支

部支持東南亞地區的「共產主義恐怖份子」hq。

1948年12月中旬港英當局搜查連貫寓所時發現的大量文件，則證明中共

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之間在當時仍然存在密切關係hr。早在1930年代中央蘇

區的革命人員運輸過程中，就曾在香港轉移過在東南亞各地參加鬥爭被捕、

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的共產黨員hs。除了被驅逐出境的東南亞革命者經由香

港轉移外，也有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共產黨員經香港進入中國南方一帶，長期

從事革命運動，甚至抵達過延安和中央蘇區等革命根據地，如1937年在廣東

潮州梅縣地區擔任中共韓江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越南共產黨成員李碧山ht。據

陳瑞璋研究，從1925年起，馬來亞和印尼的共產黨組織就已經作為中共南海

支部而存在。1930年以後，又成立了一個獨立的馬來亞支部，由李啟新擔任

重要負責人；1934年前後，李啟新成為馬來亞支部書記，後被新加坡政府驅

逐出境，返回中國。二戰期間，李啟新是泰國共產黨創立人，也是萊特（Lai 

Teck）叛逃事件的揭發者。1980年代，他曾官至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根據

馬共前書記陳平的回憶，1946年6月，李啟新從泰國到達香港並逗留五個月，

期間曾與中共黨員舉行了多次會議，會議召開的地點是《華商報》編輯部ik。

1948年在《華商報》從事譯電和情報工作的人員il，很多為達德學院中來

自印尼、新加坡和馬來亞等地的華僑。該學院註冊的250名學生（到1949年關

閉前夕已增至600多人im）中，除了大量來自中國北方地區的學生（如前東江

縱隊成員以及與之聯繫密切的左派人士）和二十五名香港本地人以外，東南亞

華僑約佔總數三分之一。

中共除了以新加坡和香港作為網絡連接點，在東南亞地區鋪開共產主義

宣傳組織與活動外，還在香港與蘇聯當局進行大量合作。儘管這種合作引起

了港英方面的懷疑和調查in，但是並沒有影響中蘇雙方的地下合作。來自CIA

的解密情報檔案顯示：蘇聯通過香港給予中共軍事與商業方面的其他援助；

1940年代以《華商報》為據點的中共在港電台得到了蘇聯資助；方方等人領導

的中共游擊武裝也得到在港的蘇聯軍艦的支持io。前文提及的在新加坡通過銀 

行業務為中共籌資的鄧文釗，通過經營公司，經由東北的口岸城市與蘇聯控制 

的北朝鮮地區進行貿易活動ip。另外，通過華潤公司的渠道，中國在1948年 

間曾在香港出售大量的鎢予蘇聯，中國南方的一些省份還從蘇聯進口鈾礦石； 

裝有電台設備的蘇聯軍艦也在香港逗留，並前往新加坡等其他遠東城市iq。

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以後，蘇聯與中共革命發生關係的渠道也進一步從 

上海轉移到香港。不過，許多來自香港的共產主義革命宣傳刊物和物資，依

然是從上海轉運而來，如蘇聯的貿易公司Exporthleb就經常從上海運輸宣傳品

至香港。這家公司在香港設立了辦公室，進口蘇聯出版物和電影。它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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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的辦事處後來也成為持蘇聯外交與旅遊護照人士的接待站，經由此處，這些

人士可以前往廣州或菲律賓、暹羅等地。同時，該公司還派出了蘇聯駐華商務 

代表，將其辦公室設於廣州，監控該公司在香港的所有運營活動ir。其時，有 

大量包括《真理報》在內的蘇聯印刷品在香港的書店裏出售is，從地理分布來 

看，分發這些刊物的機構多位於中環皇后大道，與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相鄰。

根據CIA在1948年的資料統計，香港出版共產主義宣傳品的機構一共 

12家，印刷這些宣傳品的機構有3家，出售它們的書店則有13家it。這些刊

物來自蘇聯駐上海貿易商。在這些刊印共產主義宣傳品的機構中，前文提到

的新民主出版社同時也刊印蘇聯文學叢書，這些叢書則直接由莫斯科進口，

有中文也有英文，內容涉及斯大林、馬克思、列寧、蘇聯歷史，等等jk。此

外，一家在港註冊、有蘇聯背景的中國公司Andar Corporation則是蘇聯電影進

入香港的主要渠道，這些電影主要在工人階級聚集的區域播放；這家公司並

不十分熱衷播放吸引更多觀眾的美國電影。1948年2至6月間，有七十部蘇聯

電影（其中新聞短片佔二十部左右）接受了審查，獲准在香港上映jl。

曾經是中央蘇區與上海交通線上處於海外一隅的中轉站香港，此時已經

成為中共在中國大陸最南端的觸角，不僅香港共產黨組織在公開的場合與港

英政府較量（如藉戰後的時機要求港英政府幫助中共建立和恢復電台，與港英

的宣傳與情報機構對抗jm，以及1948年連貫和方方住所遭到搜查時公開指責

港英政府jn），香港也在東南亞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在地下的交通網絡

中繼續維持和蘇聯的革命聯繫。

四　結語

以上的材料與分析展示了中共政權在1930至1940年代從受困江西到向南

突圍並最終與世界連接的一個側面。雖然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創立延安

革命根據地的突圍線路似乎才是中國革命研究敍述中關於中國共產黨如何「突

破封鎖」的主線，但上海—香港—中央蘇區這條線路，對彼時受困的中共逐

漸脫離資訊與其他資源的困境、走向世界舞台起到的作用，雖罕有人提起，

卻未見得無足輕重。事實上，它應該與以長征突圍、開闢和經營西北革命根

據地和戰場的敍事受到同等的關注。在從江西蘇區突圍，再從上海中央轉移

到香港的交通線路變遷中，中共利用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成功將困於農村

地區的中共最終牽引至更為廣闊的城市與沿海地帶，改變了中國革命的信息

與宣傳網絡圖景。而1930年代曾經隱於地下的中共革命網絡，一旦假以時

日，便開始擴張，並逐步將信息傳遞與宣傳的重心再次從農村轉入城市，直

至北上並全面取得大陸政權。

這個線路和網絡為何能夠建立？如果說在封閉信息的環境下，政權一元

化的宣傳、情報操作力量的強大不難理解，那麼為何與延安的關門整風不同， 

在一個開放的信息環境和體系中，中共的意識形態、組織和行動仍能收效？

相對開放的城市信息環境（如香港）可以和相對封閉的信息環境（如中國內地）

配合實現對接，這種配合對農村地區的情報和人員信息進入城市並找到生存

土壤十分有利；而這種接觸之所以能夠實現，與彼時中共集權體制尚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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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常存在一種半封閉、半渙散的組織形態和情報傳輸狀態有關。戰爭的

緊迫與物資的匱乏使情報或物資傳輸部門之間的等級關係不像1949年以後那

麼強固，例如中共香港分局能繞過上海分局自行其是，並在不長不短的時間

內取代了上海的地位。這種相對寬鬆的信息環境同時也成為中共的交通網絡

能夠迅速得到擴展，爭取到國際團體的同情與支持的重要原因。因此，從

1930年代以來經由地下的信息系統——並非全然是封閉在農村根據地之間的

物品運輸線路，或孤立在城市中的情報組織可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中央政

權並非與外隔絕，穿梭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秘密交通線成為中共革命前途幽

暗之際，中共政權突破局限，取得人員、物資、意識形態支持的重要渠道。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將香港置於英國殖民地的網絡中觀

察，我們會發現雖然香港是英國在海外的眾多殖民地中唯一沒有發生民族革

命和地方自治運動的地方，但是香港共產黨組織領導的地下革命，卻似乎可

視為一種替代性的政治運動。中共能最大程度地在香港自由開放的空間內，

以激進的革命理念統戰中間份子，對內連接國內革命根據地，對外從整個東

南亞信息網絡獲得資源。

在開放的宣傳網絡上，國共政權更替期的過渡性紊亂中，以及東南亞共

產主義革命運動浪潮的推動下，中共成功從農村突圍，展開對香港的學校、

勞工組織、社會福利機構等的滲透，建立革命網絡，並經由香港回到國內城

市，成功奪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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